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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

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

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

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

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

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

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

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

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

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

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

Ｌｅａｃｈ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

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

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

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

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

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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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他生活在纵贯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三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生
活在中国社会“三级两跳”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他
的思想之深邃与他晚年从不间断的学术实践与反思是密不可分的。这
使得他晚年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之中，也与早期思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看重实践转变为实践与理论并重。费先生早年有志

于学医，后来很快转向社会科学，因为“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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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的理想就是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
的疾病”（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３８７）。这种救世务实的想法贯穿于费先生
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因而他在学科问题上格外强调实践，晚年转向强
调理论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对学术实践的反思。这方
面的转变表现在费先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可以费先生对严复和
伊藤博文的看法为例。

１．“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费孝
通，２００２：３４６）；“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得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
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工夫，基础
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费孝通，２００３ｂ：４７３）

中国的知识界有着“严伊同学”的传闻。两人同赴英伦学习海军，
结果回国后，一从事于翻译与思想，一从事于维新与富国强兵之实务，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多以为严复“比伊才高”但功业实逊于伊。费先生
说他最早无条件地接受这个说法，在看过严氏译著之后，则产生了“严
胜于伊”的想法：“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费孝通，

１９８２ｇ：４１８－４１９）。但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起，费先生的看法发生了
改变：“我觉得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发展不起来，外来的思
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贴上新标签。从这方面着眼，
严逊于伊了”（费孝通，１９８２ｇ：４１９）。书和理论固然重要，“我们也有一
个风气，书中出书，……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
拜的严幾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
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费孝
通，１９８２ａ：２２９）这是１９８２年的思想。到１９９３年，在《略谈中国社会学》
一文中，费先生又提到严复的事情，但是这次的看法却是“严远胜于伊”
了：“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深意。他似乎
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作用。西方文化的勃兴从表面
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是在还是１９世纪的启蒙思想，
而《群学肆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
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费孝通，１９９３：２４６）。
其次，是从看重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并重，并越来越偏重中国文

化。费孝通先生以新式教育启蒙，早年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国学基础不
够牢固，１中学也是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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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并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
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费孝通，２００２ｃ：３４６）。以西方学术训练的眼
光观察中国社会而得到的创见使得费先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为
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中，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差序格局”和
“社会继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但是，费先生晚年对这两个概念
都作了深刻的反思，其理解和阐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面以“差序
格局”概念来加以说明。

在早年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先生提出了这个中国社会学近百
年来最为著名的概念。在用“水波纹”的比喻说明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内
容之后，费先生说出了他对于中国人“自私”和“自我主义”的结构性的
解释：

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平等观念）的，因为
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费孝通，１９４８：１２９）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收能放、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

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
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
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费孝通，１９４８：１３０）
以西方社会理论来观察中国社会，会比较容易地发现那些熟视无

睹的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到晚年，费先生重新提到“差序格局”概
念，但是基本看法则与早年恰好相反：

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条
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
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费孝通，１９９８ｂ：２７４）
当你使用这个概念（“心”）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

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
而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从“心”开
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
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５９）
我们对比早年和晚年的说法就会发现，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

“差序格局”的客观认识并没有改变，还是以“我”为中心的水波纹结
构，但早年认为这种结构是自私和自我主义的根源，而晚年则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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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结构是“推己及人”的必由之路。这种类似于１８０度大转弯的态度
也表现在对古代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比如宋明理学。１９８４年，
费先生去武夷山，写过一篇《武夷曲》，称自己对理学和朱子“自幼即
没有好感”；在１９８９年的一篇散文《秦淮风味小吃》中，费先生不无讽
刺地说：

试想程朱理学极盛时代，那种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
间就毫不踌躇跨入金粉天地？……时过境迁，最高学府成了百
货商场。言义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在这里受到了历史的嘲笑。
……我倒很愿意当前的知识分子有机会的都去看一看，这个曾
一度封锁我们民族的知识牢狱。（费孝通，１９８９ｆ：２７１－２７４）
在２００３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理学成了费先

生心中社会学扩展界限的关键所在：
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

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理
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
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今天
社会学所谓的“机制”和“结构”，它直接决定着社会运行机
制和社会结构。
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种跟“理学”进行交流

的手段。
理学讲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种

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
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
种认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但和今天人们的思想
方法无法衔接，差不多失传了。（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６１－４６３）
费先生晚年的这些变化，学术界已经有所注意和研究，有学者将

其称为费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陈占江、包智明，２０１５）。对于这种
“转向”，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费先生作为一个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
文化观念的“超越”或者“回归”（李友梅，２０１０；刘春燕，２０１０）。本文
所要论证的是，费先生晚年从实践转向理论、从西方现代转向中国传
统并不是一个“文化”的转向，而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实践的
结果。这两大变化与费孝通先生一生坚持不懈的对社会学、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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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有关。而这些方法论的反思又与他坚持“从实求
知”的研究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力图对费先生晚年的“第二次学
术生命”进行一个文本上的考察，从中找到线索去理解费先生的这种
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所谓“文本上”的考察，是指本文的论据和分析都主要依靠费先

生１９８０年以后的作品。费先生有个特点，就是“有话就写、即兴成
章”（费孝通，１９８８ａ，１３：６），“我一贯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不失是后人用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我在校阅时
没有做任何修改”（费孝通，１９８７ｂ：３３９）。有些“讲话”文章都是费先
生“原汁原味”、略加润色后的想法：“我每次下去，人家总是不肯放过
我，要我留下些话头，作现场讲话。跟我一起下去的同志就用录音机
把我所到之处的讲话录了下来，一路整理。回家后由我动笔修改成
文，送出发表。从《小城镇大问题》到最近的《包头行》都是经过这样
的工序写出来的。”（费孝通，１９９１：４２２）费先生的这种写作风格使我
们有机会通过文本去窥见、理解他的内心想法和反思路径，去考察其
思想转向与学术实践的内在关系。

一、志在富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

在１９８０年重新获得学术研究和参与国家政策研究的机会时，费孝
通先生已经年届七十，他当时表过一个态，要用１０年的时间将在反右
和文革期间失去的２０年“补回来”，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两篇文章”（费
孝通，１９８４ｇ：５３４）。这“两篇文章”是指费先生早年两个主要的经验研
究内容，后来费先生又将其称为做活全国人口这盘棋的“两只眼”。其
中第一篇是指费先生解放前在广西大瑶山的少数民族调查，但是意外
发生，研究中断。解放初期虽然参加过一些民族识别工作的调查，也未
能一了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的心愿。另外一篇文章则是指由《江村
经济》所开创的农村发展研究。解放后，费先生于１９５６年再赴江村，
可惜《重访江村》的连载文章未发表完即被划成“右派”而中断。１９８０
年费先生得以三访江村，家乡的变化激起了他接续乡村研究的兴趣。
在此后２０多年里，乡村发展一直是费孝通先生研究中最为核心的
内容。
对于乡村的发展，费先生的认识在不断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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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农村经济发展
的模式，另一个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下面笔者分别从这两个方面
追寻费先生的思考路径，试图理解这些实践经验与其晚年思想转向的
关系。
农村发展模式，费先生总结为“有农则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有智则进”四句话（费孝通，１９８４ｄ：３６９）。早在１９３７年的《江村经济》
中，费先生就指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是基于江南农村
人多地少和农副结合的历史事实得出的结论（费孝通，１９３８：２２６）。
在１９５６年重访江村时，费先生对当时片面发展农业、轻视副业的状
况忧心忡忡。到１９８０年三访江村时，他就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了当时
的社队企业在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始追踪乡村
工业的发展踪迹，称之为“工业下乡”（费孝通，１９８１ｂ：１５０）。这些社
队企业大多是在“文革”期间创办起来，是“乱世出英雄”的结果（费孝
通，１９８３ｄ：２１４）。由于苏南毗邻上海，大城市里的正常生产秩序遭到
破坏，下放插队的干部、知青以及一些退休工人通过牵线搭桥，解决
了办工业所需的原料、设备、技术和产品市场等问题。改革开放以
后，苏南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仍然保留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
队企业，成了后来名满世界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基础。乡镇企
业所代表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使得费先生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为这
和他半个世纪以前所思考的农村问题若合符节。费先生“感到自己
盼了数十年之久的东西就在眼前，农村真正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出现”（费孝通，１９８３ｄ：２２２）。他像是找到了一把能够
使得中国农村开启飞跃发展的钥匙，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乡村工业推
广到全国各地的农村。１９８４年，他考察了苏北五个地市，其中最为
关注的内容就是当地乡村工业的发展情况。他发现江苏省从南到
北，工业产值的比重呈现阶梯型的下降，所以得出结论说，“怎样发展
工业和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费孝通，

１９８４ｅ：４２８）。此后几年，费先生去赤峰、包头、定西、甘南、洞庭，“心
焦情急”、“坐不暖席”，到处所思所想，就是如何“从农业里长出工业
来”，直到他于１９８６年２月的温州之行。
温州调查使得费先生对自己提出的“无工不富”的“法门”进行了反

思，他果断地摒弃了在全国推广苏南模式的思路，而提出了“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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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模式”的战略方针，这是他晚年对自己乡村研究的第一次重要反
思：

我看到了各个地区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发生了一种
想法，就是江苏像是在金字塔的顶端。当然很容易得出一个
结论：苏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
这个推论是不完全正确的。我通过去年初的温州之行才

意识到在我的认识上有毛病，发生了偏差。中国农村的发展
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假如只看到相同的一面，就
发生片面性，而且会导致政策上的一刀切，工作上的一般化。
……苏北的一些基层领导很想把苏南的一套搬到苏北去，可
是搬了几年还是不行，效果差一半还多。原因就是各自的条
件不同。……温州和苏南历史条件不同。……温州人的老祖
宗传给子孙的看家本领有了用武之地。……这种发展模式只
有温州人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费孝
通，１９８６ｃ，２４０－２４１）
在反思的基础上，费先生提出了“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温州

人多地少的情况比苏南更加严重，而且也缺乏苏南的地理区位优势。
温州模式之所以成功，一个关键因素还是由于“温州由于有他们的历史
传统，懂得自己搞流通市场”。这是对费先生的第一个冲击。“温州模
式”给费先生带来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冲击是对家庭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的看法。
家庭是费先生一直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他对于中国家庭的研究

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表现于１９４０年代的《生育制度》一书中。
他在书中提出了“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以区别西方和中国的家庭结
构。“反馈模式”虽然从表面上看要求有大家庭的形式，但是如果考察
家庭结构的变化，却会发现小家庭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是占多数的
家庭形式。费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庭并不能适应小农经济的农田
经营和劳动（费孝通，１９８２ｃ：２５５）。解放后经过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
以至乡镇企业兴起之后，小家庭也是普遍的形式，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江
村较为常见的大家庭只是由于农民住房紧张导致的。因此，费先生不
无焦虑地提问说“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是否会靠近甚至趋同于西方的
接力模式？”因为“具体的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又从不同方向影响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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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具体变动，也正在改变赡养的方式和内容”；“反馈模式”只是靠
“伦理及法律确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得以持续（费孝通，１９８３ａ：

５６）。无疑，费先生是认同“反馈模式”的，但是他也感到其经济和人口
的基础正在受到侵蚀，而在当时的条件下，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恰是费先
生最为看重的苏南模式的集体乡镇企业。虽然这种集体经济模式有些
“像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２但是在费先生看来，这可能
是在苏南这种人多地少和农工相辅的地方不得已的选择，“要实现工业
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费孝通，１９８３ｄ：２２０）。苏南与苏北相比，最
大的优势就在于有集体社队企业的基础，“通过公社、生产队等各级集体
经济实体，自己投资创办了工业；工业里累积的资金除一部分分给社员，

实际上是以工补农，扣一部分支持各级社区的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外，

都用来作再生产的资金。这是通过集体渠道的积累，效力是比较高的”
（费孝通，１９８４ｅ：４１６）。相比之下，苏北就面对“从什么渠道能把这些分散
的资金集中起来，使其成为发展工业的资金”的难题。实际上，不只是苏
北面对这样的问题，全国大部分没有社队企业、且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
区都有这样的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费先生足迹遍布包
产到户的农村，却几乎没有对包产到户的赞誉之辞，直到１９８６年的温州
之行。温州之行引发的反思使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传统家庭在经济发展
中的“新活力”：

２．“社队企业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个队办工业赔了钱，我问他们怎么办？回答是赔钱还得
搞，这是因为工厂看来是赔了钱，但是生产队每一家都有人在厂里做工，挣得工资，所以不允
许关厂，而宁可少拿一点工资。”（费孝通，１９８３ｄ：２２０）

严格说，如果个体的意思是指个人，温州街上的作坊也并
不真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家庭所有的。家庭里有不少成员，而
且通常并不限于直系亲属组成。许多是已婚的兄弟甚至亲亲
戚戚组成的家庭作坊。（费孝通，１９８９ｃ：２１５）
在温州看到的家庭企业，也使他对“苏南模式”有了新的重要认

识：
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在概念

上可以有严格的界限，这种界限在现实中是相当模糊的。
……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再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
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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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
……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
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社
队企业是社队的副业。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
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是常常
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费孝通，１９８９ｃ：２１６）
“传统大家庭的影子”是说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各方面差

异很大，但是作为其发展基础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传统的。到上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形势和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时，费先生就更加重
视家庭的作用，并由此上升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的作用。大量的“民工潮”的出现之所以没有带来很大破坏力，“就
是以农户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我们中国特别密切的传统家属

关系，发生着西方人士所不易理解的社会保险的巨大力量”，“我们不
就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么？”（费孝通，

１９９６ｂ：２８５）在大量国企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工作不够完善、部分人员
生活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家”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所带来的“父母、
子女、亲戚的互相帮助，增强了渡过困难的能力。这种状况体现了几
千年传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的中国文化的特点”（费孝通，

１９９７ｃ：６０）。
费先生对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体现在他对以小

城镇为基础的发展区域的高度关注，这与他带有功能论色彩的思想方
法有关。小城镇研究是费孝通先生晚年经验研究的突出成就，其发端
在于那次１９８０年的“三访江村”。
早在３０年代写《江村经济》时，费先生就注意到小城镇在农村经济

中的作用。从三访江村开始，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发展的关系
便成了费先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发现，小城镇的繁荣与衰落实际上
是与农村的工副业密切相关的，众多类型的小城镇发挥着人口集中、商
品流通、工业生产以及文化、政治等不同的功能。小城镇既是农民脱离
农业、从事工副业和商业的起点，又是连接农业和工商业的关键环节。
城镇以周围的农村为“乡脚”，没有了“乡脚”，小城镇就没有了源头活
水。费先生将吴江县的小城镇分成了“三层五级”，五级之间也是层层
包含的关系。苏南的小城镇被费先生看作是与苏南的乡镇企业“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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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关系，小城镇及其周围的农村“乡脚”构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母
体”，而乡镇企业则像是个儿子。费先生多次用到这个比喻来形容这种
生态关系，并将苏南的“以工补农”以及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看作是
中国式的母子“反馈”关系。（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４３０）
费先生这种重视功能关系和系统关系的视角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地

区的发展研究上。在苏北，他看到了“集”、“镇”的差别以及联系；在赤
峰，他强调农业和牧业之间“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关系以解决当地非
常严重的生态失衡的问题；在包头，他重点考察包头钢铁厂与包头市的
关系，发现“包头是包头、包钢是包钢”，两者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城市
与企业两不相干，包钢就像在包头市中的一个“孤岛”。费先生就此提
出一个“人文生态失调”的概念。所谓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
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

系”（费孝通，１９８９ｃ：２３０）。包钢作为一个“三线企业”，走上了一条典
型的“企业办社会”的道路，导致企业本身的负担越来越重，产生“失调”
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包头市却又不能从包钢的落户中获益。费先生的
看法“就是企业的小社区和所在地的大社区这两张皮，必须贴在一起，
向社企分离的目标迈进”（费孝通，１９８９ｃ：２３４），达到一个“两利”的结
果。如果说农村是小城镇的“乡脚”，费先生在此处的思路就是要把社
区、城市变成大企业、大工厂的“厂脚”。大企业可以通过在社区、城市
中办分厂、办小企业把根扎下去，发展自己的“厂脚”。在对陕西宝鸡市
的调查中，费先生说：

小企业同大企业的关系，我叫它儿子同父亲的关系，是
‘分房独立’。分房是我们中国的老习惯，儿子大了，分出去，
给他一笔财产，自己独立门户。由于有了这些小厂，老公司职
工的子弟全都就业了，工人安心了，这个厂长就好当了。（费
孝通，１９８９ｅ：２６５）
费先生这种以“功能”“体系”为核心的思路在他１９８９年考察珠江

三角洲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并提出了以发展区域经济为核心的“珠
江模式”。珠江模式是香港的“蜂窝工厂”在省港两地工资和地价的落
差下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模式。这种扩散最初所采取的主要
是“三来一补”的方式。费先生将省港地区加上周边的广西、湖南等地
设想成为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扩散圈层，希望“港风”能够吹及民族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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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广西（费孝通，１９８９ｃ，１３：２２１）。等到１９９２年再赴珠江考察时，他
对自己区域发展的思路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他看到了珠江三角洲四
小虎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以及以“造船出海”的方式对香港的经济辐
射作出的反应，即主动地引进外资和现代技术、现代经营方式，提高了
本地企业的实力，而不是一味作为香港企业的后方工厂。
自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４年底，费先生又重点考察了河南、山东等地，

足迹几乎遍布两省各市。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费先生第１７次访问江村，
年底在南京参加了《小城镇 大问题》座谈会，写了一篇《小城镇研究
十年反思》，这是继１９８６年温州行之后对农村发展研究的第二次重
要反思。
这次反思的起因是费先生在重访苏南时注意到的几个新现象：一

个是乡镇企业有变成“小国营”的趋向，一个是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还有一个就是“民工潮”开始初步涌现，“离土不离乡”开始变成“离
土又离乡”了。后面两个现象对费先生形成了更大的冲击，使他觉得他
过去的研究“只吃了小城镇这颗核桃的肉，而丢了核桃的壳”，只想着小
城镇如何能发展乡镇企业而富民，却很少去想人们住在小城镇是否舒
适。这个经验研究中的反思导致费先生展开了对自己社会学研究方法
的反思，他说自己的“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

我费了不少笔墨来描写社会结构，就是人们需要遵守的
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
一类，而没有讲过一个个人怎样在这套规矩里生活。人的生
活是有悲欢、有喜乐、有爱恨、有希望又有懊悔等极为丰富的
内容，就这方面的生活内容讲，人各有别。我的缺点就在只讲
了社会生活的共性而没有讲社会里生活的人的个性，只画了
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
表演。（费孝通，１９９５ｂ：３３－３４）
费先生在１９９０年过８０岁生日时，朋友问他一生的志向，他脱口而

出说：“志在富民”。为了富民，他虽然垂垂老矣，但仍“行行重行行”，而
且在思想上也是不断反思。如果说农村发展研究中的第一次反思使费
先生看到历史传统和家庭的重要性，那么这第二次反思则使他看到人、
人的心态的重要性。第一次反思使费先生看到富民的多样性和多种模
式，第二次反思则使费先生看到富民的难度和艰巨性。上世纪９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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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反思正是费先生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的关键时期。在费
先生看来，只是靠摸清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关系，并不一定能解决
人的问题，不能增进对人的喜怒哀乐的了解，甚至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
本身的问题。他在余生里奔走全国，提出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开发
战略、西部边区开发战略，在年逾９０岁时仍然计划着沿京九铁路“串糖
葫芦”，促进纵贯中部的城市区域开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亲眼目睹、
亲身经历、亲笔记录”了中国农村城市化及其发展问题（费孝通，１９９８ｅ：

３２０）。在２００３年他有一段深有体会的总结：
比如，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诸

如制度、法律、规章等方面，因为同处于中国的基本制度之下，
所以与发达地区并没有什么差别，很多表面的东西是完全一
致的，一样的，但这些地区在相同的政策、体制条件下，发展的
效果却很不相同。我们通过深度、“参与观察”的研究就会发
现，这里的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
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和发达地区有相当大
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大多是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部分。这部分东西，实际上常常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
真正原因。
根据这些年的实际调查经验，我觉得在地方社会中，越是

我们“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
调控的文化因素，越可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隐含的决定力量，
越可能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难点，也越值得我们社会学研究
者关注。（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５１）
这可以看作是费先生对其农村发展研究的关键问题的最后总结。

从开始关心农民收入、到后来关心经济和社会结构，再到后来关心人的
观念和心态，这种转变正是费先生“行行重行行”的结果。当他年届

９０，很难再从事实地调查的情况下，他也仍然做出过努力，试图用重视
“人”、重视“心态”的思路去分析经验问题，这集中体现在９２岁时写的
《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一文中。这种探索无论成功与否都为我
们后人开辟了重要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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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一体：民族与边区开发研究

民族和边区研究是费孝通先生“两篇文章”中的另外一篇，构成了
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重要部分。回顾费先生从事民族和边区开发研
究的历程，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费先生通过不断的观察、实践、反
思，展现了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转变的心路和学术历程。
据费先生自己说，他对于少数民族和边区研究有着特殊的感情（费

孝通，１９９８ｃ：２９１）。在恢复新的学术生命、三访江村之后，他就逐步展
开了一系列的“边区行”。与江村相比，边区的少数民族普遍面临贫困
和发展落后的问题，费先生“志在富民”的思想也完全适用于少数民族。
这种急迫的心态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一篇游记式的文章里。在甘
南，看了当地落后的经济后，费先生游览了当地喇嘛教的圣地拉卜楞
寺。费先生看到“许多信徒甘心情愿地把一生劳动的积累，一下子都施
舍给寺庙，自己再去过乞讨的生活”，又看到当地的藏民对自己这样的
上宾顶礼膜拜，不仅感叹说：

他们那种忠厚虔诚的性格只应引起人们的尊敬，但是他
们所得到现世的报答却是艰苦和悲惨，那又怎能使我心安呢？
……我对他们真是感愧交加。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
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但是他们自小从
社会接受的理想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一个无神论者
也可以用祈祷来表达他的心愿，我很想祈求他们所信奉的神
明能允许他们在现世预支他们后世得到的报应。（费孝通，

１９８５ｂ：１９８）
可见，在这个时期，费先生心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发展”，并且

这种边区发展不能只是汉族的发展，而且必须是“少数民族的发展”。
在他看来，民族间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的实质是必须要有“事实上的平
等”，而这种平等“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
针同样适用于民族的范围内”（费孝通，１９８５ｃ：２９０）。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费先生不遗余力。在广西瑶山，他生平第一次喝了猕猴桃酒之后就
开始为这个产业到处做“广告”（费孝通，１９８１ａ：１１３；１９８３ｂ：１３９）；１９８６
年，在甘肃临夏，他“串门闯户”，发现当地经商跑拉萨的大部分都是回
族或者信伊斯兰教的小民族，这使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地区历史上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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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西藏和甘肃的一条贸易走廊，而回族善于经商的历史传统使得在这
条走廊上奔波的人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费孝通，１９８６ｂ：１６３）；在海
南，他看到当地橡胶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但是受益的都是国营农场，
而黎族、苗族的农村还是茅草房（费孝通，１９８７ａ：３０６）……这些现象使
得费先生开始从富民和办工业、发展经济转向更深层次的思考：民族关
系到底与少数民族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费先生早年之所以涉足少数民族领域的研究，与他在清华大学跟
随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构成了他早年基本的
民族观。从英国学习人类学回国之后，他写了一封信反驳顾颉刚“中华
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并在报纸上刊出。接着顾颉刚又撰述长篇大文进
行反驳。费先生表示当时并不能理解顾颉刚的意思，认为不符合中国
多民族的历史事实（费孝通，１９９３ｄ：２６９）。解放以后，费先生参加了当
时民族识别工作，这给他带来了认识上的很大提高。通过实际调查，费
先生认识到，中国社会既不能用前苏联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概念简
单地进行划分，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理解中国
的民族差别，“‘民族’的概念是活的，不是死的，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民族识别不能从定义出发，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费孝通，

１９８５ａ：２８－２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民族”概念本身包含了三个层
次：

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决定的，
确确实实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
各个具体民族，……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个民族内部的各
种“人”，如广西金秀瑶山里的五种瑶人。（费孝通，１９８５ａ：２９）
在对广西金秀瑶山的研究中，费先生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更

加深刻的认识。广西金秀的瑶族根据他们的自称可以分为五种，从语
言上看，他们可能分别有不同的来源，进入大瑶山之后，逐步凝聚成为
一个民族共同体，但是又保留着一定的各自的特色。大瑶山中呈现出
的民族之间“既有融合、又有分化”（费孝通，１９８６ａ：１３）的复杂情况，在
费先生看来，就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的缩影，一个“宏观研究中的
微型调查”（费孝通，１９８６ａ：１４）。
在这些考察和思考的基础上，１９８８年，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

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他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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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著名的论文既可以看作是费先生一生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总结，又
可以看作是此后所思考的重大问题的开始，对于理解费孝通晚年思想
的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篇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由一个“华夏”的核心，随着历史

的进展，像滚雪球一般地将周围的异族吸收容纳进了这个核心并不断
壮大，同时也不断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民族实体经过了民族自觉而称为中
华民族。
对于理解费先生晚年思想尤其是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思和转向，这

篇文章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费先生在本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自觉”的概念，并认为
这是民族形成的关键所在。自觉是在“自在”的基础上产生的。费先
生说：

３．“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
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费孝通，２００２ｃ：３４７）

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

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

生活中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
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
“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作为民族意
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费孝通，１９８８ｃ：１１６）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

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
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费孝通，１９８８ｃ：１０９）

费先生在此文章提出的“自觉”的概念与十年后（１９９７年）提出
的“文化自觉”的说法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只是在此时，他还没有明确
意识到文化与“自觉”之间的深刻联系。事实上，费先生之所以在

１９９７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也是直接与民族问题有关的。３那年

１月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

研讨班”上，有个鄂伦春族的学员提出了这种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的文

化存亡问题。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很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但是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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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文化就是鄂伦春族的标志。如果族人放弃这种文化，适应现代社会，

那么还能称之为鄂伦春族人吗？所以这里有一个严酷的选择：是保存
文化呢还是保存人？由此，费先生由民族问题进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
问题的思考：

我近来正在思考一个令我烦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
国内人口极少的民族当中特别突出，但在我看来它并非只是这
些少数民族特有的问题，而是个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的共同
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重视和深思的难题。（费
孝通，１９９７ｂ：４９）
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

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象中东方
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
的陷阱。（费孝通，１９９７ｂ：５１）
其次，费先生在《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提出了引导他余生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导致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要素到底是什么？
在此文中，他也尝试性地进行了解答：

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
不应当忽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王朝都是力求压低汉族
的地位和保持其民族的特点，结果都显然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政治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满族是
最近的也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
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
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
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费孝通，１９８８ｃ：

１４１－１４２）
在这个阶段，费先生还是着眼于他一生秉持的社会经济分析。事

实上，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写就的《乡土中国》一书中，他就倾向于用生
产方式的社会经济解释代替文化解释。在１９８５年的《社会调查自白》
一文中，他还是在强调“土地”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人是由土而
来、归于尘土的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这种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
而是和谐的农业。
随着上世纪９０年代费先生转向重视文化的思考，他对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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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从费先生一系列著作中很难搞清“文化”
到底是如何第一次出现在费先生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思考中的。不
过，细读全集，有两处线索可以参考。
第一处是１９９６年《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意犹未尽”的思

索：
热心于文字和语音结合的人们没有注意到“方块字”在中

国几千年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那就是阻挡了以语音差别
为基础、由方言发展不同语言而形成分割为不同民族的历史
过程。最清楚的例子是多语言和多民族的欧洲，到现在还不
容易合成一体，在东亚大陆上我认为正因为产生了这个和语
音脱钩的文字体系，汉族才能保存地方方言而逐渐统一成一
个民族，而且掌握着“方块字”作为信息媒介的汉族才能起到
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的作用以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民族，同时还起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作用。（费孝
通，１９９６ａ：２７５）
这是将中华文字作为凝聚力来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处则出

现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必将成为重要事件的《孔林片思》一文中：
这个思想是我在山东游孔林的时候，突然有感而发的。

人的思想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往往是突然受到启发而悟到的。
我在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的心态
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前捷克斯洛伐克及前苏联那种分裂的

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而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
怎样形成的，汉族怎样形成这样一个大民族，１１亿人又是怎
样会形成这样一种统一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影响深远的东
西。（费孝通，１９９３ｃ：２４４）
这已经很明确了，费先生从此开始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

寻找民族凝聚力的答案。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社会学”式的，即并
不是从理论和文本出发、离开具体的人的行动来谈文化。例如他认为，
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的智慧就来自于中国文化，只不过“邓小平
想到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理论上边想，他是从实际生活里边感觉可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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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后来实践也证明可以这样做。这就伟大了。”“我是看到了文化在
里边发生作用，中国文化骨子里边有这个东西。在他身上，在一个特定
的时候，这个东西发生了作用，他来了灵感”（费孝通，１９９８ｂ：２６９－
２７０）。中国文化里有的“这个东西”，“必然有一种力量，一种容忍的同
化力，也可叫它凝聚力”（费孝通，１９９３ｅ：２９４），具体而言，费先生认为是
“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
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
一。我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
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广泛认
同。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
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
同”的传统文化。（费孝通，１９９８ｄ：３０４－３０５）
这可以看作是费先生为他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找到的答案。在其晚

年绝笔之作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一文中，费先生又一次强调了
他的答案：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终于由许许多
多分散孤立的族群，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所以，在中华文明
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儒
家学说中又有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
同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维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格局？（费孝通，２００４：５４５）
费先生从少数民族研究、边区开发研究到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充分

体现了他“从实求知”的治学气质，从志在富民到区域发展，再从挖掘少
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色文化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考，一步步
走来，由微观到宏观，由经济、社会到文化，其思考的问题、思考的广度
和深度也像百川融汇一样，用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将“两篇文章”写
得大气磅礴。这“两篇文章”是志在富民、务实求真的经验文章，但是贯
穿于这两篇文章背后的，则是费先生一生恪守的“从实求知”的方法论
原则。当然，在其生命最后的二十多年里，费先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的
方法论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反思为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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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三、从实求知：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思和转向

４．“所以社会学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学的理论结合了社会实际。”（费
孝通，１９８２ｄ：２７７）“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调查。”（费孝通，１９８２ｅ：２９７）

５．“解放前我虽在一些大学里教过社会学的课程，但我个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调查。在学
校里所讲的大多是一些能利用我的调查资料的专题课程，对于社会学整个领域缺乏有系统的
全面研究。”（费孝通，１９８３ｃ：１６５）

６．八十年代的调查中，费先生经常举的例子是通过江村的姑娘“烫头”而发现乡村工业的端
倪及其导致的家庭关系的变化（费孝通，１９８２ｂ：２４２）。

７．但是到１９８８年，费先生在《经历·见解·反思》一文的对答中，明确表示了对问卷式的社
会调查的看法：“我怀疑它们，我不能相信它们中大部分所根据的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因为使
用的指标常常不是从所研究的地方得来的。我们使用家庭、亲属关系等等的调查项目，但这
些项目的定义来自什么地方？它们常常是根据其他地方的资料提出的，然后简单地应用在这
里。那可能导致严重误解。”（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４３９）

　　费先生早期对社会学的理解，是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核心的社会
调查方法为主。４社会调查不但是社会学获得认识的主要方法，也是社会
学理论的主要来源。费先生说，自己早年缺乏系统深入的社会学训练，５

所以才有晚年不断要进行“补课”的动力。费先生非常强调社会调查的
作用，是建立在自己过去社会调查的经验基础上的。社会调查对社会学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像“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关键方法一样，是社会科
学的主要认识来源。在八十年代，费先生讲“社会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在讲“社会调查”，他指出，社会调查对社会学的重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
面（费孝通，１９８２ｆ：３０３）：第一，方便运用比较方法来获得新知识。社会调
查可以使我们进入到我们自己不太熟悉的社会环境中去，这种“陌生化”

更有利于我们发现“不寻常”的地方和问题。第二，社会调查的直接观察
法经常会发现一些“意外的”、“出乎意料”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是我们认
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线索。这些现象，只有在实地看到或遇到才会激发
研究者的思考，这是实地调查的意义。６第三，费先生也开始强调问卷调
查、定量研究对社会学的重要意义。７

从早年一直到整个八十年代的“行行重行行”，费先生“志在富民”的
研究、对社会学学科重建的认识等努力都是建立在这种以社会调查为核
心的“从实求知”的基础上。所谓“从实求知”，也就是他自己所谓“实事
求是”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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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要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
以观察到的事实为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
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
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
“不然”的结论。（费孝通，１９９５ａ：１）
直到１９９０年，费先生看到了早年的英国同学Ｓｉｒ　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

的著作《社会人类学》一书之后，展开了对自己从事一生的调查方法及
方法论的不断反思。在此书中，Ｌｅａｃｈ针对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
提出了两个问题或者说是批评：一个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
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国情？另外一个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

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我们理解
费先生在其余生中对社会学方法论深入反思的总线索。
在１９９０年的《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中，费先生尝

试着对Ｌｅａｃｈ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费先生仍然秉持
着他在这个阶段所理解的“从实求知”方法，认为江村的研究虽然不能
代表中国，但是“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费先生用了他经常强
调的“类型比较法”来为自己辩护：

把一个农村看做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
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
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也是不对的。……所以
我在这里和Ｅｄｍｕｎｄ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
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
村。（费孝通，１９９０ｂ：３４５）
费先生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更加多的乡村、更大区域的调

查，就可以不断地在“类型比较”中“逐渐”“接近”对整个中国农村的认
识。实际上，费先生从英国学成回来之后所进行的《云南三村》的研究，
八十年代所进行的小城镇—经济模式—边区开发—区域发展的研究
等，可以看作是以实际行动对这类问题的回答。
对于第二个问题，Ｌｅａｃｈ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难免会

有偏见，有价值和感情的因素起作用而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这个问题的
提问逻辑与第一个问题是相似的。但是费先生的回答却与回答第一个
问题时的客观态度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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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我的选择是出于
一种价值判断。……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
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
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Ｅｄｍｕｎｄ所说
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
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
入了，也早已改行了。（费孝通，１９９０ｂ：３４２－３４３）
这种态度激烈的回答费先生本人也明显感到不满意，这导致了他

就此问题展开了漫长的方法论反思。追索这个反思过程，有利于我们
理解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学中国化的许多重要问题，也有利于我们理
解费先生临终前几年提出的划时代的创见。要细致地理解费先生在此
问题上的心路和思考历程，我们必须从他对于社会学核心问题的认识
开始。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费先生所受人类学、社会学训练中关注的核

心问题，费先生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他早年最重要的两个学术概念之
一：“社会继替”。“社会继替”的理论基础是以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英
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是“为了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矛盾，
也就是生物的个人和社会的集体之间的矛盾”（费孝通，１９８４ｆ：４４７）。
在费先生看来，生物人是社会的“载体”，而社会是生物人的“实体”（费
孝通，１９９３ｂ：２１７），两者的关系犹如细胞与生命的关系一样。社会这
个实体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存在，但是社会作为实体，有自己的发展的
规律，它的发展和绵续是通过个人的生死或者说社会的新陈代谢来实
现的。
费先生的理论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氏倾向于认为

社会结构及文化体系是用来满足人的基本生物需要及衍生的各种需要

的手段，而费先生则更强调社会作为“实体”而独立于并限制人的生物
需要的部分（费孝通，１９９３ｂ，１４：２３１）。在这点上，他自己明确承认自
己受到拉德克里夫·布朗以及涂尔干的影响，即社会构成一种和生物
性质不同的实体（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４３４）。这种观点是他解放前最为高产
的以《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为代表的系列著作背后的主要理论，“这
种涂尔干式的社会观已成了我这一段时间的主要学术倾向”（费孝通，

１９９３ｂ：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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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先生发展了涂尔干式的社会实体论。这
是他对此书最感自豪的一个贡献，也是他对于 Ａｒｋｕｓｈ在《费孝通传》
中把自己看成一个主要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社会科学家而感到不满的重

要原因９：

９．费先生对美国学者阿古什（Ｒ．Ｄａｖｉｄ　Ａｒｋｕｓｈ）写的《费孝通传》不满意的“最大的缺点”就
是“他把我的思想作为一种受了西方影响的思想来分析，从西方的学术发展来评价我。他不
理解我的东方‘底子’，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学者。我是中国人，我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国
人的看法”。（费孝通，１９８５ｅ：３７０）阿古什写《费孝通传》的主要依据都是费先生的早期作品，
其中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看法”的当属《生育制度》中的“反馈模式”了。

１０．“不过就在那时我写了一本我喜欢的理论性著作《生育制度》（１９４７年）。我喜欢那本著
作。它是我最好的著作之一。”（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４０４）

然而，当我特别被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吸引的时候，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发觉有必要把他的概念转成垂直的。他的
概念像是一个平面的人际关系；而中国的整合观念是垂直的，
是代际关系。在我们的传统观点里，个人只是构成过去的人
和未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环节。当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环
节。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此一个人的
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那是社会成员的正当职责。那是
代际的整合。在那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社会整体是垂直的而不
是平面的。（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４３４）
《生育制度》可以说是费先生早年的得意之作，１０但是却未能得到

他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潘光旦先生的赞许。潘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很

长的序言，认为此书固为一家之言，但是却“忽视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

的作用，所以偏而不全，未能允执其中”（费孝通，１９９３ｂ：２３２）。此后经历

了文革、经历了八十年代“志在富民”的行行重行行，费先生对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反思之后，开始“多少已接受了潘光旦先生的批

评，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辨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

用的。”（费孝通，１９９３ｂ：２３７）

费先生所理解的潘光旦强调的“生物个人”与马林诺斯基所强调的

个人的“生物需要”是不同的。这个“新”的生物个人由两个方面组成，而

不是此前费先生理解的“社会实体”的傀儡。一个方面是纯粹生物性的

一面，作为生物人，就是自然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人的精神领域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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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当然也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这个生物人有一个精神
领域，能够“自觉”地认识这个自然演化的世界。费先生的这个思想是结
合了潘光旦先生“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与他早年在清华的老师史禄
国的思想的产物：

在读了史氏的理论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感觉是宇宙本身发
生了有“智力”的这种人类，因而产生了社会文化现象，其后不
可能不在生物基础上又冒出一种新的突破而出现一种后人类

的物体。（费孝通，１９９４：３２７）
费先生此时开始形成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人是宇宙和自然

的一部分，人类被赋予一种“自觉”的能力，所以可以说自然通过人类而
变得有意识，而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都是通过“自觉”而获得
的。这种“自觉”并非是“社会实体”的自觉，而是个人通过社会实体而
变得“自觉”，是“我”的自觉。这种自觉就是所谓的“人文世界”，用史禄
国的话来说叫做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费先生将其译作“心态”。根
据费先生自己的解释，心态是一种“文化的心态”，不仅仅包括了一个人
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包含了背后的思想意识、感情、爱好：“不仅仅是我
的讲话、我的行动，而且还有我讲话内容的意义，以及我很希望你们能
听懂我的话的这种感情和志向”，这成为费先生晚期思想中理解个人与
社会关系的核心概念（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４０５）。
费先生用这种观念审视和反思自己过去的研究，将“从实求知”的

方法论赋予了新的意义。就是在这一年，１９９４年，费先生在《小城镇十
年研究反思》中对自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
省。小城镇十年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实”呢？但这在此时的费先生看
来，这种实地调查还不够“实”：

我尽管主张实地调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但在我具体的
社区调查中我始终是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
换一句话说，我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
活中的对象。（费孝通，１９９３ｂ：２３３）
根据这些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费先生说的“从实求知”的“实”并不

一定是实地调查就可以，解放前的社区研究和改革后的富民研究都是
这样一种“实”，是“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研究。真正的“实”是要找到社
会实体下面个人的“自我感觉”，这是费先生所说的“心态”的意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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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说，这种“心态”既不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也不是人与人相处
的“利害”关系，而是人与人相处如何理解对方、如何看待对方的“道义
关系”１１。这种心态、这种“道义关系”，就是费先生所说“人文世界”也就
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１１．“越来越感到我过去太偏重在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着方面。。，。。我不能不想到我的启
蒙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同人集体生活中的两个层次：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我拾了
基层，丢了上层，这是不可原谅的。”（费孝通，１９９３ｃ：２５７）

这样的人文世界，按照费先生对马林诺斯基的理解，既不能说完全
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不是与自然世界对立，而是把自然和人文世界的
“联结处给填实了”（费孝通，１９９５ｅ：２１６）。人文世界来自自然，既是对
自然的“加工”，又是自然通过人的“自觉”。在这种观念之下，人类的文
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偏僻角落或者什么样的时代，无论在表面上如何
千差万别，都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有可以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基
础，马林诺斯基功能学派的“心法”就是“众出于一，异中见同”（费孝通，

１９９６ａ：２６１）。研究者面对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客观的、“局外人”的观
察，而是真正的了解：

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新的观点和境界，就是研究者不但
要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身外之物，而且还要能利用自己是人
这一特点，设身处地地去了解这个被研究的对象。（费孝通，

１９９５ｅ：２０８）
这种“设身处地”的方法，就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一种基于自我

“内省”的认识文化的方法。就是要到实地中去“体会”、去“呼吸一下清
新的空气”，去了解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的一部分，充满着有哭、有笑、有
感情的举止言行，把文化拉回到人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把文化建立在
奇谈怪论或者“无知”的基础上（费孝通，１９９５ｅ：２０６－２０７）。
在１９９６年《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费先生对Ｌｅａｃｈ的问题

又进行了基于上述深刻反思的、学理上的回答。作为马林诺斯基的弟
子，Ｌｅａｃｈ也承认，人类学研究文化的方法是基于“内省”：“我们起初把
别人看成是乖僻，但到头还得承认人们的‘异相怪样’正是我们从镜子
里看到自己的模样”（费孝通，１９９６ａ：２６１）。费先生回顾自己生平三次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即广西金秀瑶山、云南禄村和江苏江村，发现其中
用“内省”的方法认识地方文化时有着程度上的差别：“我对所接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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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物能心领神会的程度确是不同的”。在家乡的江村基本没有任
何困难，在禄村就要用“官话”来交流，而在瑶山，只能依靠说汉话的人
帮助。费先生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初进瑶山、被黑黝黝的一群人围
住的那个“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理性地分析这种“内省”的方法，
可以看出，研究者过去的经验在认识新的文化时起着“参考体系”的作
用。新体验与过去的旧经验相异，认识就得到了拓展。但是，在认识这
些文化现象时，我们所赖以“参考”的经验是高度个人化的，而不像认识
自然或社会经济现象那样有着普遍性的、定律或定理式的“参考体系”。
之所以称之为“内省”而不是“学习”，就是因为这种认识拓展实际上是
个人经验和体验的扩展，拓展的结果也不表现为知识或规律的发现，而
只是一种新的体验、新的理解，是“我”和研究对象的心灵的沟通和融
合：能够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此之谓“设身处
地”。
至此，对于Ｌｅａｃｈ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在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

序言》的启发下，费先生给出了一个理性、冷静而谦逊的答案：“根据我
的经验，只以传媒手段的语言来说，本土人研究本文化似乎占胜一些”
（费孝通，１９９６ａ：２６４）。这当然不是最终的答案。半年以后，在１９９７
年，费先生即提出了他晚年最为重要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和理论，这不
能不说有Ｌｅａｃｈ提问的启发之功在内，而费先生最终的这个回答也远
远超出了Ｌｅａｃｈ提问的层次，进入了另外一个超越方法论讨论的学术
和人生境界。

Ｌｅａｃｈ所提的第一个问题，即“微型研究”的代表性问题，费先生
在不断反思之后的答案也与几年前“类型比较法”完全不同。随着在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思中对个人、对个人的行为、思想与感情的重
视，费先生产生了对人文世界研究中个人与群体、个体与整体之关系
的新看法：

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
而成的“总数”。……每个人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都要能从这
个人文世界里得到满足，所以人文世界不能是不完整的。
……这样看来，如果能深入和全面观察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
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表现也就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整个人文世

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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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ｃｈ认为我们那种从农村入手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是
不能概括中国国情的，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混淆了数学上的总
数和人文世界的整体，同时忘记了社会人类学者研究的不是
数学而是人文世界。（费孝通，１９９６ａ：２５８－２５９）

１２．在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中，学者们对于个案研究的讨论的关键问题也在于重视个案研究
的理论价值而非应用价值。例如“拓展个案法”也是建立在理论关注基础上的方法（卢晖临、
李雪，２００７）。费先生在此处的讨论正是这个意思（费孝通，１９９６ａ：２７４－２７５）。

在这种看法的引导下，费先生开始摆脱田野研究中寻找“典型”的
困扰，也基本放弃了“类型比较”的努力。但是他仍然认为这种“以微明
宏”的“微型社会学”的方法论思想存在着一些局限，比如不能解决“多
维一刻”的时间、空间和文化层次上带来的问题，所以并不完全适用于
自己以“应用”为主而不是以“理论”为主的研究。１２这其中的未尽之意
直到费先生去世前两年以９３岁高龄所发表的专门论述社会学方法论的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才正式给出给了一个他自己感到
满意的答案，这个答案可以看作是费先生对“类型比较法”和“拓展个案
法”的最终超越。

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虽然没有再去回顾促使他进行社会学方法
论思考的那两个核心问题，但是他在文中的讨论，实际上一方面明显是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这两个问题，成为对社会学
方法论的“中国式”思考。他将对方法论的考察几乎完全置于中国文化
的传统中进行，提出了“将心比心”这一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方法论原
则。

在这个全新的方法论思想里，费先生首先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
出发，“端正”了“我”认识他人和社会的基本方式。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
关键要素，并不在于现成的制度、法律、规章等方面，而是在于“人们日常
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
值观念”，“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
‘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
定的交流方式上”（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５０），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不
言而喻”的默契是人与人组成的群体和社会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就是费
先生讲的“人文世界”、“心态”的核心，费先生将其视为区域发展研究、甚
至“引进外资、企业改造、基层组织、民族关系、都市文化、社区建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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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有待突破的重要部分。这种“心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制度
和社会关系中的行动主体是“我”、是“讲不清楚的我”，而不是一些物体
和动物。在费先生看来，社会关系的“两端”———都是“我”，都是主体的、

第一人称的，而不能将这些行动主体看作是和研究者这个“我”不一样的
“我”。由此看来，社会学研究者所面对的不是作为对象的、宾格指称的
“我”，而是同样具有主体性的“我”，即一个主体研究另一个主体或众多
的主体。所以社会学研究“精神世界”或者“心态”的方法，是不应该将研
究对象视为一个客体：

即使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其描述的口吻，也就像一种
“设身处地”地类似于“主体”的角度在说话（有点像电影中的
“主观镜头”），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像“三顾频
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这个“心”中，就有这种感觉，这
首诗透出的杜甫的心情，好像和几百年前的孔明获得了一种跨
时代的“通感”，仿佛在直接感受孔明那种“良苦用心”。在这种
陈述的习惯中，“将心比心”的说话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心”这个概念造成的这种微妙的感受，既有中文构词和语法的
原因（没有明确的主格宾格），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在方法论
方面的一种特点，这是我们今天在一般的科学实证方法论之

外，可以注意研究的一些新的领域。（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５８）
“心”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要认识另外的“主体”，不能单靠

“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
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心’和‘神’去领会”（费孝通，

２００３ａ：４５８）。“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
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地去体会”（费孝通，

２０００：４９）。用心、神去领会的，是人心中所蕴含的由具有社会性和历
史性的文化（费孝通，２００３ｃ：５１０）所赋予的那种可以“心心相通”的
“灵”和“慧”（费孝通，１９９９ａ：３９７），也就是所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的部分，正是借助于这个部分，我们处于各个时代的人，都有条件可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贯穿时空、潜行心底的气蕴，赋
予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人以精神气质，也构成了群体得以凝
聚、文化得以绵延的基础。至此为止，费先生在强调“心”的主观性特
征及其重要性的同时，也算是从侧面又进一步回答了Ｌｅａｃｈ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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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在这个不断回答、不断反思的过程中，费先生“从实求知”的
方法论观念，从侧重社会转向侧重人，从侧重现实转向侧重人心，从
侧重实证转向侧重理解和阐释，从侧重政策问题转向侧重理论和历
史问题，对社会学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
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
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
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
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就是一个
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可以帮助……以提高修养、陶冶
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这也就是
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３８）
费先生强调的“心”的另一个特征，即心的“道德性”，使得研究者在

认识别人的“心”的同时，也就是在“将心比心”的同时，将“我”和世界的
关系变成了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
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忠恕的态度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地去认识
他人和世界。这种认识方式，既是在认识世界，又是在反思自己：“包含
着对认知主体的‘人’本身的鞭策和制约”（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５９）。这使
得费先生对Ｌｅａｃｈ的第二个问题也给出了自己最终的答案：

这种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很多学术研究强调的那种超
然置身事外、回避是非的“价值中立”、“客观性”等观念，而是
坦诚地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它不试
图回避、掩盖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而是反过来，直接把
“我”和 世 界 的 关 系 公 开 地 “伦 理 化”（ｅｔｈ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或

ｍｏ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
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
“纯客观”、“中立”地“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
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
中的世界图景。（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５９）
费先生这个对方法论问题的回答，是他在实践中不断反思的结果。

从对农村和边区研究中困惑的反思，到对自己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的责
任感来源的反思，再到最后对中华文明的反思而达到的“文化自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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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借助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去理解过去的种种经验，犹如点亮了一
盏灯，照彻了以往的研究历程和未来可能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这
盏灯并非只是费先生自身经验反思的结果，而是中华文明在“复杂的社
会结构中上通下达、一贯到底”、“气脉相通”的那种精神气质所孕育出
的结果。

四、文化自觉：精神世界中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在清朝末年出生，在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
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人
类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此后“经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
遭遇”（费孝通，１９８４ｂ：２６３），在重新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时，已年届
古稀。此后的二十多年，先生自嘲“笑我此生真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费孝通，１９８４ｈ：５４５）。所栖栖者，一方面在于他撰写了“少数民族边
疆开发研究”以及“志在富民”这“两篇文章”，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一
生也不断地进行反思，而恰恰是基于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反思，扩展到对
中国文化的反思，谱写出了另一篇关于“文化自觉”的“大文章”。
费先生把反思也叫做“自觉”，就是他所说的从“由之”的状态到“知

之”的境界。追寻费先生晚年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的“自
觉”与“文化自觉”呈现出清晰的关系：

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
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
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
始。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我认为是一脉相通的。（费孝通，

１９９８ａ：２５１）
费先生的反思始自１９８７年与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一次长谈。

当被问及“反右”和“文革”中的经历时，费先生除了表示自己当时思想
处于混乱状态外，还指出这段经历使自己“逐渐了解真正的人”，因为人
们谈话、甚至用行动表达的观点都不一定是真正的观点，自己也学会了
看清一些人的“真正的面目”。这些切身经历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一直到

１９９３年才比较清楚：
（文革期间）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

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这个试验证明了那个超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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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实体的存在。
但就在同时我也亲自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

“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外表上按照社会指定他的行
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是还出现了一个行为
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
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做出各
种十分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
自杀了事。这样我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
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社
会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快已是“社会
的对立体”。（费孝通，１９９３ｂ：２１７）
这段文字非常鲜明地显示出费先生晚年从“社会实体论”转向文化

心态论背后的线索。那么，这种看不见的“自我”，甚至是“社会的对立
体”的“自我”又是由哪些因素所决定的呢？
在这里，费先生的自我反思体现了一个社会学家的思考路径，即从

认识自己开始，而认识自己的方法却是“我看人看我”，即在自己所处的
社会关系和文化环境中认识自我。
费先生晚年经常提到自己的家人，提到父亲和母亲对自己的影响，

这背后饱含了个人的感情。他在晚年不断提起前妻王同惠，似乎她还
在冥冥中伴随着自己。费先生说，自己一生中遭受三劫，每一次都与死
亡“接触、拉了手”，但无论是瑶山脱险、昆明逃跑还是文革抄家，费先生
与王同惠共同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书稿“在６０年风雨沧桑中”“奇
迹般地跟在身边，一直未曾丢失”，“它怎么就一直跟着我？找不出理
由”（张冠生，２０１４：１２６－１２７）。
除了自己的家人，在费先生一生的师友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潘光

旦先生。费先生说自己和潘先生的关系可谓复杂，其中有世家关系、师
生关系、同事关系、邻居关系、难友关系（费孝通，１９８９ｂ：１９０）。费先生
称潘先生是“活字典”，极其称许他的学问。在反右和文革期间两人共
历患难，潘先生遭受迫害，在费先生的怀中去世。二位先生虽称师徒，
亦是挚友。在费先生眼中，“潘先生发挥了儒家思想来讲人和人怎么样
相处，怎么样才能处得好”（费孝通，１９８９ｂ：１９１），他不但讲得好，而且
做得也好，“是个好人”，是个潘先生强调的“人伦”（潘光旦，２０１０：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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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好人：“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说他好”。潘先生之
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为人有“己”：“懂得什么叫做‘己’”，“自己
能清楚地看待自己”，而且能够“推己及人”：“一事当前，先想想，这样对
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体会一下心情。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
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费孝通，１９９９ｃ：４７０）。
在费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反思中起重要作用的另外几位学者都是费

先生早年的老师：史禄国、马林诺斯基以及罗伯特·派克。通过回顾与
前两位老师的交往经历及其思想，费先生系统地反思了自己关于个人
与社会、个人与文化关系的思想，从史禄国老师那里发展了“心态”的概
念，并以之作为补充马林诺斯基老师偏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理
论。两位老师对费先生的影响，远远不止学术上的。两位老师都流亡
异国，对中国文化颇为尊重，与费先生颇有缘分。费先生不止一次提到
史禄国为自己准备的一双高筒皮靴在瑶山遇险中保住了自己的双腿。
而马林诺斯基对费先生的欣赏绝不止于学术研究上的。费先生越到晚
年，就越多地回忆起与“马老师”交往的各种细节：马老师给Ｆｉｒｔｈ打电
话，说“费孝通今后归我指导”；马老师闭目坐在躺椅里，凶猛地抽着烟，
听自己一字一句地读论文；马老师这个“可怜的”单身老人，有时自称是
费自己的“叔叔”；马老师送自己的书上用汉字签了“马、马、马……他学
会写这个字！”“可我失去了所有他为我签名的书！”（费孝通，１９８７ｃ，

１２、３９６）；回国前马老师给的５０英镑支撑了魁阁的工作；马老师给《江
村经济》写的序言让自己一读再读，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是序言中的
远见卓识就如同当年座下亲炙一样指导着自己对方法论的反思。２０００
年，费先生以９０岁高龄，细读罗伯特·派克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
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进行“补课”，写了一篇很
长的《补课札记》。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并没有大段深入讨论派克的
社会学思想，而是根据Ｒａｕｓｈｅｎｂｕｓｈｉ写的派克传记，用了很长的篇幅
叙述派克的个人经历以及如何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这其中的
关键，是派克和汤麦史（Ｉ．Ｗ．Ｔｈｏｍａｓ）的“缘分”（费孝通，２０００：４３）。
在大段引述了汤麦史写给派克的仰慕钦佩的信件后，费先生说他“反复
琢磨这些信件，发生了一种玄妙的感觉”。汤麦史的信中表现出对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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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系的一种预感性的直觉，觉得遇上派克是“一生中的大事”；而派克
则说“在汤麦史这个人身上初次找到了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这
句话的意思背后既有叹知己之难得，又有最后“初次”见到“灯火阑珊
处”那人的欢喜。费先生说：

派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群能交谈的人组成的集体。交谈就
是用同样语言说话。社会也就是通过共同语言交谈的这些人
组成的。这些人达到了心心相印，互相了解，在行为上互相配
合，才能完成一种集体行为，成为一个社会实体。（费孝通，

２０００：４４）
在这里，费先生将心比心，用自己的体验、用“心”领会两人的关系，

其旨在于指出社会关系背后“心”所起的主导的作用，心的“主观性”（互
相理解）和“道德性”（互相欣赏）对于理解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重
要意义。在这一点上，费先生是把汤、派两人的关系当作“理想型”来展
示什么叫做社会关系中的“心心相印”了。
亲人朋友之外，费先生对家乡也表现出格外浓厚的感情。费先生

第一个成功的研究是在江村产生。从１９８０年三访江村开始，到２００２
年，费先生又到访江村２４次（共２６访），基本上每年一次。他的苏南模
式、小城镇、外向型经济等理论看法，以及对自己农村研究中忽视城镇
环境建设、“只见社会不见人”等思想的反思，都是在不断访问江村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１９９９年第２３次访问江村时，还提出了集体企业向家庭
工业转化的问题。可以说，江村是费先生思想和感情的寄托之所在，他
需要不断“忙里偷闲”地回到江村去汲取营养和灵感。他说：“每当我回
到家乡，听到女同志讲的吴语，有如欣赏音乐，觉得飘飘然，令我入迷。”
（费孝通，１９９９ｄ：４９７）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名离开土地的“农民工”（费孝
通，１９８５ｄ：３０６），无论身在何地，都挂念着家乡。１９８１年他去澳大利亚
讲学时，发现一位华人教授试验培育的一种高产平菇味道鲜美，他就把
种子带了回来，托人带到家乡去育种。经过当地一位干部的努力，竟然
培育成功，家乡农民家家养菇而致富，并且取名曰“凤尾菇”（费孝通，

１９８４ａ：２５０）。家乡农民养兔卖兔毛，费先生也对此极其挂心。兔子吃
什么饲料、卖到哪里去对费先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事。给江苏省委
副秘书长朱通华写信时时常提起“我的凤尾菇和小白兔”（费孝通，

１９８５ｆ，２０：８６）。每次回乡，乡亲们总要托费先生“办点事”，比如一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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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主任要他想办法搞个车皮从山西运煤，还有吴江松陵镇的同志要费
先生通过关系买卡车（费孝通，１９８４ｃ：２９１）。费先生说：

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育养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
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点
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生命和乡土
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怕时间的冲洗了。
我看，还是我的家乡好。（费孝通，１９９６ｃ：２８７）

基于对家乡的这种质朴的情感，费先生对足迹所到之处最多的
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对大江南北的中国农村，都寄托了深厚的感情，
这也是他“推己及人”的结果。他对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情况心急如
焚，对温州家庭工业兴盛、市场发达的盛况欣喜莫名；他看到香港的
大厦里密密麻麻的“蜂窝工厂”，竟然突发奇想，“我当时只想摇身一
变，变成个孙悟空，把香港工业大厦里的蜂窝工厂一口气吹到大陆上
去”（费孝通，１９８９ｃ：２１７）。他自嘲自己在暮年余岁中像一个“高级宣
传员”（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１２：４３０）一样往来奔波，受到这种感情和责任
感的驱使，而这种责任感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也受到过学界的质疑
而成为一个方法论问题。除了在方法论上对此进行反思之外，费先
生也用内省的方法“反观”自己，这种带有强烈的感情和责任感的性
格来自何处呢？

我这种在Ｅｄｍｕｎｄ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
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或是产生于私人经验
的偏见，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
我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
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想不到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孔老夫子对我这一代人还会有这

样深的影响。孔老夫子还不是主张少在看不到摸不着的玄理
上去费脑筋？他周游列国还不是为了寻觅有用于社会的机
会？务实的精神潜移默化，深入学术领域，结果使像我这样的
人，毫不自觉这是古老的传统，而投身入现代的学科里，形成
了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
（费孝通，１９９０ｂ：３４８）
这个“觉悟”发生在１９９０年，自此而后，费先生直接将个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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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反思与中国文化联系了起来，揭开了其晚年“文化自觉”论的序
幕。
实际上，在世变方激的１９８９年，费先生就已经开始思考宏观的文

化问题，指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经济上趋平、文化上趋同”的世
纪。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交流机会增多，但是交流的增加
可能也会意味着冲突和对抗的增加，而冲突和对抗增加的根源，可能是
源于人们各自文化的隔阂（费孝通，１９８９ｄ：２５１－２６１）。所以说，此前时
代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而此后的主题则转向人与人如何相处，
这就是费先生在《孔林片思》一文中提出的由“生态”转向“心态”的问题
意识的来源（费孝通，１９９２：３９）。在新的世纪，人类的冲突仍然是以物
质利益争夺为核心的冲突，所以费先生说这将是一个“危险的世纪”，是
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费孝通，１９９８ｄ：３００）。这里的悖论在于，冲突的
危险恰恰来自于一个人们在物质上越来越互相依存的世界。这个世界
需要有心态的协调或者说是“道义秩序”的建立：

我认为人的社会有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
……这第三个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
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
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要造就这样
一个天下。……（费孝通，１９９３ｃ：２４３）
费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所传承的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人类

的文化生于自然，服务于自然和人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类可
以通过内省和自觉的方法，通过认识自己的文化而认识异己的文化，通
过自知以知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先有对自己文化的认识，这是
费先生对马氏文化论的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
明”，即文化自觉（费孝通，１９９７ａ：１）。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晚年“第二次学术生命”学习和思考的总成果，

像百川汇海一样，其中既包含着对农村发展、民族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思
考，也包含着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
还受到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费先生明确指出，文
化自觉的意义在于反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将东、西方关系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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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单线进化论思路，不能再将充满“东方学”偏见
的现代化理论当作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
霸权主义的陷阱”（费孝通，１９９７ｂ，１６：５１）。“在运用进化论思想的过
程中，西方人类学家经常为了满足他们的理论需要，将非西方文化的各
种类型排列为一个特定的时间上的发展序列，好像所有的非西方文化
都是在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残存”（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ｓ）”（费孝通，

２００１ａ：２４７）。
在这个基础上，费先生对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也

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社会学恰恰就是实现“文化自觉”的
关键学科。
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使人“自觉”的学科，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能够

帮助我们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的“田野”
无所不在、无所不是：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而是在
所有的人和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人文世界
里，到处都有“田野”。……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自己每天生
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却要特意去找一个地方
观察中国人的生活，其实他们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把田野
工作神秘化了。……我把这个田野扩大了一点，目的是想提
示大家田野工作要从自己开始，要从听懂别人的讲话的意思
为出发点。有人问我：在一些事物面前，你怎么看得出问题，
我为什么看不出？这就是所谓的“悟”，悟就是心中有“我”，把
我放进社会和文化里去。看不到人文世界的复杂性，就不懂
得认识，也不可能解释好人的生活。（费孝通，１９９５ｃ：１０７）
要心中有“我”有“悟”，要能听懂别人的意思，就要有文化的自觉。

在纪念吴文藻老师的文章中，费先生着重谈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意
义。早在他初入燕京大学之门时，吴先生就试图用中文在课堂上讲授
“西洋社会思想史”，由于缺少对应的中文词汇，吴先生为此付出了极大
的努力。此时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是“为了纠正在中国大学
里竟要用外语来讲授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课程的怪事”，是要克服“半殖
民地上的怪胎”。费先生回顾当时产生的现象有二：

一种是用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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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
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 吴
文藻老师当时对上述的两种研究方法都表示怀疑。（费孝通，

１９９５ｄ：１８４）
力图重建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学，是费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努

力之一。他念兹在兹，将早年的燕京、晚年的北大视为社会学中国化的
基地，所以对北大也充满感情。他说：

算笔统账，首、身、尾三段都可以说我是北大的人。……我
把主要精力放到北大，还是为了要在重建社会学中贯彻早年我
在燕京学得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子。……想不到这原来是旧
燕归来，我从未名湖畔开始走入社会学这门学科，现有回到未
名湖畔来继续谱写生命之曲的尾声。北大既包括了早年的燕
京，当年抚育我的就是它，我没离开它给我的教导，晚年还是回
到了它的怀抱。人生最大的安慰还不是早年想做的事能亲身
见到它的实现么？北大，我感激你。（费孝通，１９８８ｂ：１２－１３）
在费先生看来，中国的社会学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首先要教人做

人。他说，“不知道怎样当好人，就不会做个好公民”（费孝通，１９８９ａ，

１３：１８１），社会学一方面教给人们如何去理解社会变化的规律、学习认
识社会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在教导人应当如何在社会中生活、应当
如何做人。（费孝通，２００２ａ：３３１）
做个好人，需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在９０岁以后的几年里，费先

生集中思考的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凝聚力之所在。他概括总结了四
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中国文化的继承性，即通过强调家庭的作用所塑造
的中国人“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传承意识，这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绵不
断的重要原因；二是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基于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认
识，发展出一种“天人合一”的“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
所有客体的态度，是‘我们’对‘它们’的总体态度”（费孝通，２００３ａ：

４４２）。这种态度，发展出了后面两个特点。三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即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这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多
元一体格局，也成为“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费先生“美美
与共”“十六字诀”的文化基础。四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气质，即“推
己及人”。由己出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实也构成一个‘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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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把人和人之外的世界视为一种对立的、分
庭抗礼的、‘零和’的关系，还是一种协调的、互相拥有的、连续的、顺应
的关系”：（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４４２）

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到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
一条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构的
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边的，是从
中国文化里边出来的。（费孝通，１９９８ｂ：２７４）
费先生所总结的中国文化的这四个特点，看上去是“各美其美”，即

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自尊，但这四个特点又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包容、
开放的根本特征，具有“美人之美”的文化基础。因此，只有充分地认识
到自己文化的特点，充分地“各美其美”，才有可能“美人之美”和“美美
与共”，在一个“天下大同”的世界里获得文化的自决权和自主权。
这些浩瀚博大、美轮美奂的思想成果，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用生

命来书写和完成的。自１９８０年开始，费先生就有一种“来日苦短”的紧
迫感，虽然他豪迈的自称“相逢如相问，老骥试霜蹄”，但是在“行行重行
行”的途中，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兴奋之余，总有一种人生将尽
的遗憾：“举头见春芽，心惊又一年”（费孝通，１９８５ｆ：１０１）、“行行未匝
月、触目惜流光”（费孝通，１９８５ｆ：１０９）、”“皓首低徊有所思，纸尽才疏诗
半篇”（费孝通，１９８６ｄ：２３０）。１９９０年后，从费先生深入展开对文化的
反思开始，这种遗憾便开始逐渐消失。在此年缅怀福武直的一篇文章
里，费先生想到“人寿原不应以天年为限”，“作为生物的个人固然各有
其自然的限度，但人之所以有异于其他生物者，即在天年之外又有可离
其肉体而长存的社会影响，亦即固然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费孝
通，１９９０ａ：２９８），而这种能够使个人超脱生死、不朽长存的力量来自于
其所归属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历史意
识，这成为每个有生有死的中国人的最终寄托，同时“文化也得以一代
一代延续下去”（费孝通，２００２ｂ：３３６）。
在一篇读《史记》有感的散文里，费先生透露出了自己历史观的变

化过程。费先生小时候读《史记》，觉得太史公“文中有我”，将自己的感
受融入了所写的历史人物之中。文革期间，当费先生因言获罪，出现了
与太史公类似的遭际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真切地体会到了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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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心境。通过
太史公和自己的人生阅历，也真切地体会到书中人物的“啼笑悲喜”。
费先生将这种思接千载、心心相通的体验叫做“时间的空洞”（费孝通，

１９９３ａ：１６１）。如果说人与自然的“生态”史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的话，那
么人与人的这种可以跨越时间体验的“心态”史不就是一部传承、绵续
的历史吗？在这个“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历史文化面前，
人生的意义除了融入其中之外，又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费先生的这
种“自觉”正是所谓“我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儒家圣贤的境界。
这种非进步的历史观并没有减轻费先生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热情

和责任感，只是这种责任感由社会的发展变成了文化的传承：“我现在
越来越感觉到我这一生就像住在旅馆那样，最终是要走出旅馆门的，但
是我走了以后，还会有新的客人进来，连续不断，这个新来的人和我是
什么关系呢？”（费孝通，２００２ｂ：３３６）他早年研究过士绅，到晚年自觉地
将自己认同为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以“继绝学”为己任的士大夫中的
一员。他晚年曾干脆地回应一名英国教授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提问：
“我还是绅士，没变！”（王铭铭，２００５）怀着这种想法，费先生年龄越大，
越显得有生命的活力。他说自己看陈寅恪的书，就是想到了两个字：
“归属”（费孝通，１９９８ｂ：２５９）。文化人要找的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
在找归属，费先生一生不断地求索和反思，涓滴成流，也找到了自己的
归属：

我回顾一生的学研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
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
到社会结构，而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而
且我有一种想法，在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住在
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
的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
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
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今后我们社会
学者应尽的责任。对这个变动越来越大、全世界已没有人再
能划地自守的时代里，这些也许正是当今人类迫切需要的知
识。如果天假以年，我自当努力参预这项学术工作，但是看来
主要是有待于后来的青年了。愿我这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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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费孝通，１９９３ｂ：２１７）

五、余论

本文通过细绎费孝通先生的作品，追踪他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反思
上的心路历程，归纳出其晚年思想的转向并试图讨论和分析这种转向
的深层原因。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作为一名强调田野调查和受到西方
社会科学训练的社会学家，费先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
与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众多早年崇尚革命与维新、晚年转向保守与传统
的学者很不相同。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首屈
一指，无论是其早年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还是晚年对文化自觉的远
见卓识，都代表了这两个学科过去百年来在中国的最高成就。正因如
此，费先生本人的学术实践和反思道路远远超出了个人范围，对中国社
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来看，费先生在乡镇企业、小城镇和民族研究中

遇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使得他觉得单纯依靠西
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足以应对。这与他早年使用西方社会科学
理论观察中国社会的所取得的那些进展截然不同，是费先生立足于中
国现实、不断深入之后才遇到的困境。在费先生看来，那些人与人之间
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素如果在一个地方的
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社会学就应该正面对待和处理这些因素。这就是费先生转向心
态和文化研究的现实原因。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费先生首先将这个
问题转变为一个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解决“只见社会不见人”
的问题，然后又意识到，要见到“人”，必须要见到“心”，要见到蕴育和培
养“人”的文化。要对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中的人加以研究，首先需要有
“自知之明”，也就是需要有文化自觉。由此可见，９０年代的“文化自
觉”与８０年代的“志在富民”之间，表面上相差甚远，实际上草蛇灰线，
其间有着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说必然性的联系。这种必然性随着中
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显示出费先生作为一名先
驱者和开拓者的意义所在。
解读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关系结构和意义结构，站在一个“局外人”

的角度是远远不够的。费先生现身说法，指出自己身上“志在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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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的心志是根源于中国的古老传统，自己的社会科学训练再
好，也不能冷静客观地摆脱这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和责任感。正是有了
这种心志，让自己变成“局内人”，才能与研究的对象心心相通，才能体
会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研究人而不重视“心”和“心态”，就
是费先生自己所说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要推进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
“心”和“心态”的研究，就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需要“拓展社会学
的传统界限”。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来自西方社会，要做到有所拓展
和突破，需要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线索。费先生晚年推崇宋明理学，
其良苦用心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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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１９８４ｃ］２００９．农民要买汽车［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２９１－２９５．

费孝通．［１９８４ｄ］２００９．对苏北地区乡镇企业及小城镇发展的几点看法 ［Ｇ］／人民／费孝
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６９－３７４．

费孝通．［１９８４ｅ］２００９．小城镇———苏北初探［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３９６－４２８．

费孝通．［１９８４ｆ］２００９．日译《生育制度》序［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４４３－４５０．

费孝通．１９８４ｇ］２００９．两篇文章［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５３３－５４０．

费孝通．［１９８５ａ］２００９．社会调查自白［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６－８４．

费孝通．［１９８５ｂ］２００９．甘南篇［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１７７－１９９．

费孝通．［１９８５ｃ］２００９．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一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８７－２９１．

费孝通．［１９８５ｄ］２００９．九访江村［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３０６－３２７．

费孝通．１９８５ｅ］２００９．谈写作答客问［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３６７－３７０．

费孝通．［１９８５ｆ］２００９．关于“小城镇 大问题”的通信［Ｇ］／／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呼和
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５９－２１０．

费孝通．［１９８６ａ］２００９．瑶山调查五十年［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７－１５．

费孝通．［１９８６ｂ］２００９．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
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５４－１６９．

费孝通．［１９８６ｃ］２００９．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战略［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３６－２４７．

费孝通．１９８６ｄ］２００９．英伦曲［Ｇ］／／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２３０．

费孝通．［１９８７ａ］２００９．发挥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
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０６－３１０．

费孝通．［１９８７ｂ］２００９．《山水、人物》自序［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３３７－３４０．

费孝通．［１９８７ｃ］２００９．经历·见解·反思［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８６－４４７．

费孝通．［１９８８ａ］２００９．《费孝通学术精华自选集》自序［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
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６－９．

费孝通．［１９８８ｂ］２００９．旧燕归来［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１０－１３．

费孝通．［１９８８ｃ］２００９．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０９－１４７．

费孝通．［１９８９ａ］２００９．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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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８１－１８５．
费孝通．［１９８９ｂ］２００９．从私交到公关［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１９０－１９６．

费孝通．［１９８９ｃ］２００９．四年思路回顾［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古：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０９－２４７．

费孝通．［１９８９ｄ］２００９．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５１－２６１．

费孝通．１９８９ｅ］２００９．宝鸡讲话［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２６２－２６９．

费孝通．［１９８９ｆ］２００９．秦淮风味小吃［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２７０－２７５．

费孝通．［１９９０ａ］２００９．缅怀福武直先生［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９８－３００．

费孝通．［１９９０ｂ］２００９．人的研究在中国［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３４０－３４９．

费孝通．［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应该说是有点缘分［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４２２－４２４．

费孝通．［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孔林片思［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３９－４４．

费孝通．［１９９３ａ］２００９．《史记》与书生私见 ［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６１－１６４．

费孝通．［１９９３ｂ］２００９．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Ｇ］／／费孝通全
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１７－２４０．

费孝通．１９９３ｃ］２００９．略谈中国社会学［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４１－２５８．

费孝通．［１９９３ｄ］２００９．顾颉刚先生百年祭［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２６６－２７２．

费孝通．［１９９３ｅ］２００９．面对世纪之交，回顾传统文化［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
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９４－２９６．

费孝通．［１９９４］２００９．人不知而不愠［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３１５－３３１．

费孝通．［１９９５ａ］２００９．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Ｇ］／／
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２３．

费孝通．［１９９５ｂ］２００９．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４－３４．

费孝通．１９９５ｃ］２００９．关于学习风气和田野工作［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０５－１１０．

费孝通．［１９９５ｄ］２００９．开风气 育人才［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１８０－１９２．

费孝通．［１９９５ｅ］２００９．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五
卷）．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３－２３３．

费孝通．［１９９６ａ］２００９．重读《江村经济》序言［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４５－２８１．

费孝通．［１９９６ｂ］２００９．浦东呼唤社会学［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８２－２８６．

费孝通．［１９９６ｃ］２００９．吴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８７－２９３．

费孝通．［１９９７ａ］２００９．开创学术新风气 ［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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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民出版社：１－６．
费孝通．［１９９７ｂ］２００９．人文价值再思考 ［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４０－５９．

费孝通．［１９９７ｃ］２００９．从京九铁路通车说开去 ［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６０－６４．

费孝通．［１９９８ａ］２００９．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５１－２５８．

费孝通．［１９９８ｂ］２００９．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５９－２７９．

费孝通．［１９９８ｃ］２００９．我的一个梦想［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２９１－２９２．

费孝通．［１９９８ｄ］２００９．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
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００－３０６．

费孝通．［１９９８ｅ］２００９．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
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０９－３２２．

费孝通．［１９９９ａ］２００９．参与超越、神游冥想 ［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９３－３９９．

费孝通．［１９９９ｂ］２００９．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
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４００－４１７．

费孝通．［１９９９ｃ］２００９．推己及人［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４７０－４７４．

费孝通．［１９９９ｄ］２００９．回家乡 谈发展［Ｇ］／／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４９７－５０１．

费孝通．［２０００．补课札记［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７
－１０８．

费孝通．［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９．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４７－２６０．

费孝通．［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９．《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序言［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３１－３３５．

费孝通．［２００２ｂ］２００９．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３６－３４０．

费孝通．［２００２ｃ］２００９．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
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３４３－３５２．

费孝通．［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９．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
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４３８－４６５．

费孝通．［２００３ｂ］２００９．暮年漫谈［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４６６－４９５．

费孝通．［２００３ｃ］２００９．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５１０－５２７．

费孝通．［２００４］２００９．“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５３６－５５２．

李友梅．２０１０．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Ｊ］．社会学研究
（４）：

刘春燕．２０１０．回归传统文化，重建道义秩序———儒家思想与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再造
［Ｇ］／／李友梅．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的主人———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卢晖临、李雪．２００７．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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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８－１３０．
潘光旦．２０１０．说“伦”字［Ｇ］／／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铭铭．２００５．费孝通的学术理想［Ｊ］．书城（５）：３２－３４．
张冠生．２０１４．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北京：海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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